中國教會史
蘇穎睿牧師
第三十三課：1954-1957年的中國教會 
(1) 楔子
1) 1951-1953年中國積極推行「反帝」運動，大多數昔日與西差會有關係的教會，意識到他們生存的唯一條件，就是割斷與西差會的關係，肅清帝國主義在教會的影響，正因如此，基督教的控訴運動是從這類教會開始的。
2) 然而，中國有不少教會與西差會並沒有直接關係，他們早已是「三自」，如基督徒聚會所、耶穌家庭、靈工團、真耶穌會、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等。但他們同樣意識到教會生存的唯一出路，就是要加入這個反帝及愛國行列，他們不少亦加入這些控訴大會；但同時亦有一些堅決拒絕加入三自革新運動的教會領袖。
吳耀宗要解決這個問題，一定要擴大三自改革運動的群眾基礎。
3) 朝鮮戰爭正好給予他們一個極好的機會，吳耀宗開始把重點放在「愛國」這運動上，中國受到美帝侵略，與美帝交戰。愛國、抗美，援朝便成了最重要的課題，不積極參與抗美援朝的便是不愛國，不愛國就是美帝之走狗。他們認定教會仍有帝國主義份子和反革命分子陰謀搞破壞，正如華東宗教事務處處長羅竹風所說，政府在貫徹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時，對此等超出宗教範圍而帶有政治性的破壞活動，政府必加以干涉。而事實上，正因為教會不願參與任何政治運動同時，卻被指為「超越宗教範圍，進行政治性的破壞活動。」這是一大矛盾和不可理解的事。
(2) 中國基督教會全國會議
1)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，第一屆基督教全國會議正式在北京召開，出席代表有來自62個教會與團體，共232人。當時政府的政務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錢俊端，及政協全國常委章伯鈞及宗教事務處處長何成湘都有出席，並發表演講，其中何成湘更指出現時基督教教會還存著不少傳道人利用講道，出版散佈反動言論及思想，危害社會治安，很容易被帝國主義所利用，政府極希望三自運動要擴大其反帝愛國基礎。
2) 吳耀宗又提到教會要團結，他說
「為了團結，我們應當承認各教會、各宗派、各個神學觀點間的區別，確立互相尊重的原則。」
換句話來說，政治要團結，神學不必理會，為了名正言順，他更把過去所用的口號「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」更改為「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」。如此，所有不積極支持國家政策的都視為不愛國，也稱為反動派，正如何成湘處長在會議上說：「現在中國教會中某些人，藉口教派不同，信仰不同而不參加中國基督教的反帝愛國運動，這是不對的，反帝愛國運動是每個人民的神聖職責，基督徒當然也不例外，所以任何教派任何教徒都當參加這運動。」很明顯，他的話是指著像王明道這一類教會領袖而言。
A) 王明道與三自教會

1) 王明道是北京基督徒會堂的牧師，也是一位極有影響力的牧師，打從解放後，他對吳耀宗所發起的三自革新運動，一直採取消極態度，任何簽名、學習班、座談會均拒絕參加，在全國會議前，籌委會特別多次致函及派人邀請他參加，均不予理會。後來，北京舉行全國會議「傳達大會」，也極力爭取他參加，他也不出席。
2) 王明道不僅對三自運動毫不動容，更在其「靈食季刊」上發表文章，大力抨擊三自運動的領導為「加略人猶大的門徒」，「假先知」「不信派」，並指斥三自運動將聖經中的真理歪曲為「帝國主義思想毒素」，其目的只是想消除基督的福音。他更認為「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，不能與不信人交往，這是他所持守的信念。
3) 在1955年6月，他在著名的「我們是為了信仰」一文中，將拒絕認同及參加三自運動的原因，定性為「基要派」與「現代派」的衝突，因著「基要派」與「現代派」嚴重的分歧，他說：「我們不但不和這般「不信派」有任何聯合，或參加他們的任何組織，就是和我們一切真實信主，忠誠事奉神的人也只能在靈裏合一，而不應有任何組織形式的聯合，因為我們從聖經中找不著這樣的真理和教訓。我們在信仰上的態度是：凡是聖經中的真理，我們都接受，都持守；聖經中所沒有的東西，我們完全拒絕。為向我們的神盡忠，我們不惜付任何代價，作任何犠牲，歪曲和誣陷是嚇不倒我們的。」
由此可見，王明道之所以拒絕參加三自愛國教會，是因為神學問題，而非政治問題，但中共及三自卻歪曲為「帝國主義反動」的表現，也視為「眼中釘」，三自對王明道的批判亦愈益升級，在1955年8月7日他終於被捕入獄。
4) 除了在北京的王明道外，還有其他像王明道的教會領袖，在廣州有林獻羔「反革命集團」，亦有不少基督教及天主教內所謂「反革命份子」被捕。
(3) 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
A) 土地改革運動
1) 1950年6月，中共政府發表了土地改革的綱領，要沒收地主的土地、耕畜、農具、房屋。在農村中劃分了四種不同的階級：地主、富農、中農和貧農，把沒收的土地再重新分配。其步驟是這樣：
· 收取地主鄉紳的土地與產業。

· 手段是鬥爭大會。
· 發動者是土改工作隊及貧農為主的農民協會。
· 策略是依靠雇農、貧農、團結中農、中立富農、消滅地主。
2) 為達到這目的，是採取暴力手段，中共進入農村，首先是組織民兵，武裝他們，他們利用農民中的流氓無產階級，通過暴力手段，奪取地主的田地與產業，在這指導下，各地展開土改運動，單在江蘇南部，被捕地主有14413人，被判死刑的有3219人，參加鬥爭的農民達6,756,458人，佔全國農村人口的58.66%，其實在這過程中，自殺人數無數，但在廣東，因葉劍英對土改持有不同意見，廣東的暴力事件相對是少的；結果1952年毛澤東召了葉劍英上京，指斥他攪「地方主義」，葉劍英於8月以「養病」為名，調回北京。
3) 土地改革結果是政府收得一億一千八百九十八萬畝，佔全總耕地之34.67%；平均貧農每人平均分得1.5-2畝土地。但這卻帶給全國生產下降及崇尚暴力，這是文革的伏筆。
B) 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
1) 到了1955年底，毛澤東無論在社會改造，三反五反，及土改運動上都鞏固他的地位，他就開始積極重新邁進工業化，所謂「超英趕美」，因此對知識份子及專業人才需求大大增。然而自解放以來，不少知識份子對中共八年來的統治都持有不信任的態度；而事實上中共對這些知識份子也不信任；並企圖採用種種政治運動方式，強迫他們改變觀念，這許多政治運動都造成他們極大的傷害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推行了一個「引蛇出洞」的運動，提出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的政策，史稱為「雙百方針」，其目的是鼓勵知識份子針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批評，當時有不少知識份子，對中共的根本理論不了解，以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況且這是政府主動積極熱情地邀請他們議政，結果他們想也想不到這是引蛇出洞，隨之而來是反右運動，中國知識份子精英被一網打盡。
C) 教會內的鳴放

1) 在這個整風運動開展，教會也乘機趁著這個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下鳴放。1956年8月在上海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，十位基督教代表發表了聯合聲明，他們指出社會上普遍仍有歧視信徒的問題，雖然經過三自教會推行愛國思想，又除去帝國主義毒素，但教會仍受歧視。
2) 1957年3月，在政協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中，更多知識份子及非共產黨代表都開始批評現時政府，吳耀宗在此會議上發表他的意見：
· 個別地區教會在土改時被下令暫停聚會，至今仍未恢復禮拜，也有地方幹部強佔教會房屋及家具，又威脅信徒不許參加崇拜。
· 有些機關對基督徒採取歧視態度，視宗教為缺點。
· 各地出版批判宗教書藉中，不少是「偏向的、主觀的、不符合事的」。
· 他提議中央部門重視宗教工作。
而三自副主席陳崇桂亦進一步針對宗教政策上出現的偏差，他以為信教與否的問題，有神無神的問題，是屬人民內部思想的矛盾，而不是對抗性的矛盾，不能採用粗暴和侮辱的態度，他更比喻強搶教會就猶如挖祖墳，是不可忍受的事！

因著正副主席的講話，更引起不少教會領袖反映國家對宗教政策的偏差，其中包括廣東省政協熊真沛、胡翼雲，甘肅省政協張成之，江蘇：邵鏡三、諸培恩、雷智伯、楊鏡秋北京的李克，廣西的梁元惠等，他們大多是表達基層幹部在貫徹宗教政策上有偏差，特別是歧視信徒及強佔教堂個案。
D) 反右派鬥爭

1) 這個「雙百運動」其實是毛澤東「引蛇出洞」的手段，1957年7月5日，他已經表明對這些「右派」不滿，以為這是少數右派份子向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挑戰，於是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正式開始，凡是反對社會主義、無產階級、國家政策的都被視為右派，很自然這運動亦捲入在教會之中。
2) 我們會問：誰是基督教的右派份子？按理來說，這些教會人士所提出的批評，並沒有反對社會主義或政府政策，他們所提出的是「小問題」，但對中共看來並非如此，上海巿宗教事務局盛志明就這樣說
「宗教界內部不適用「放」「鳴」的方針。因為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的方針是在文藝學術界方面的，至於「放」和「鳴」是發動黨外人士幫助整風，黨的整風是解決黨與非黨的政治關係問題，宗教界不需要整風。」
換言之，在大鳴大放期間，教會人士的鳴放是犯了極大的錯誤，因此在「大鳴大放」期間，積極轉載各地教會人士的不滿之北京基督教刊物「田家」便受到批判了；而相比之下，「天風」就沒有「田家」這樣積極登載這些鳴放的文章了。
3) 除了「田家」受到批判外，各地教會之所謂「右派份子」紛紛被劃出，成了批鬥的對象，如三自常委孫鵬翕，三自副主席于沛蒼，但地位最高的莫過於陳崇桂了，他在政協上的發言，成了指控他的罪證。在1957年10月至12月三自常委第十次會議上，吳耀宗聯同八位領袖（陳見真、吳貽芳、丁玉璋、趙紫宸、涂羽卿、劉良模、施如璋），指陳崇桂的協政發言是「煽動基督徒與黨，政府及全國人民對立，誣蔑蘇聯，宣傳崇美，詆毀三自愛國運動。」會議結束後，陳崇桂被指為右派，判勞改六年。
平心而論，陳崇桂的言論與吳耀宗的言論相差不遠，但要在基督教內找一個「右派」來滿足政府的要求，自然是陳崇桂是最佳人選了，他於是便成了「代罪羔羊」。
(4) 吳耀宗與三自愛國教會運動
1) 近代研究50年代三自教會的學者，對於三自教會成立的目的，各領導人所存著的動機都有不同的見解，有些以為這純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，正如David Shek說：「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是要消滅宗教，他們只不過假借三自運動下手吧了！這教會完全是政府控制的，其生存目的就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(David Shek, “The Church in China Under Communism)，亦有人以為這是吳耀宗的理想，作出真誠的信仰抉擇，而非出於政治利益，他二十年代已經有此思想，他對基督教的理解就是「社會改造」與共產思想不謀而合，他是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倡導者，雖然他不是共產黨黨員，卻是一個共產黨同路人，亦有人以為吳耀宗等以為這是教會在共產主義下唯一的出路，為了生存，不惜妥協，究竟誰是誰非？
2) 當然我相信參與三自運動的人，其背後存在著不同的動機，有些是滲透入教會的共產黨黨員，有些是對外國傳教士不滿之人士，有些純是愛國，有些為明哲保身，有些以為這是唯一生存的方法，我相信各類人士都有，但從客觀事實看，無論他們是怎麼樣的動機，在中共政府看來，他們都是利用的對象，是政治工具，這是一個很鮮明的圖畫。
3) 我相信邢福增以下的結論頗有道理：
「總括來說，「三自愛國運動」是全能政治(Totalism：政治機構的權力，可以隨時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和領域。)介入基督教的產物，三自領導為了尋索教會在新中國的生存空間，也出於確保人生安危的因素，不得不全然接納黨國對基督教的改造，隨著50年代全能政治愈益高漲，黨國更強烈地介入宗教事務…宗教信仰的價值完全由政治賦予。」

但其實他們無論如何順服，始終都會被打為反動份子，右派份子，完全消滅下來，這正是文革時代所發生的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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